
∗　 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６５ 批面上资助项目“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文化自

觉与文化体系建构”（２０１９Ｍ６５０７４０）的资助。 感谢邓国胜、葛道顺、韩俊魁等老师的指

导意见；文章观点还得益于与张翼、夏传玲、李汉林、沈红、刘白驹、郭伟和等老师的交

流，在此一并致谢！ 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文责自负。
①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ｃｓｃｃｏｄ． ｃｎ ／ ）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我国已有 １５８２４４５ 位登记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已见证成功捐献 ２６１６９ 例，
共捐献器官 ７４７３７ 个。

制度何以失灵？∗

———多重逻辑下的捐献器官分配正义研究

李怀瑞

提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器官移植已从人类的幻想变为现实，成为挽救生
命的医疗手段。 在捐献与移植之间，捐献器官分配的公平性尤为值得关注。
本文基于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以及 Ｊ 市 Ｓ 医院的田野调查，以分配
正义相关理论对器官分配的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进行审视，发现本应相互耦
合的二者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脱耦，成为制度失灵的一个典型案例。 为解释脱
耦机制，本文用制度合理性、制度约束力、场域透明度和价值认同度四个变量
对制度场域进行分析，发现当变量值较低时，容易发生制度—实践脱耦，且市
场逻辑更易侵入其中，将道德排挤出去，解构了器官分配正义。 为实现重新
耦合，只有完善制度逻辑、驱逐市场逻辑、激发价值逻辑，才能回归政策的正
义德性与制度的良序运行。

关键词：捐献器官分配正义　 制度—实践脱耦　 市场逻辑　 价值逻辑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阶段，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逐渐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之一（梁学平，２００８）。 作为一种极具特殊性的公共物品，公民逝世后

自愿无偿捐献的人体器官成为医疗领域中稀缺的公共池塘资源（奥斯

特罗姆，２０１２）。 有报道显示，尽管中国目前已成为器官移植数量仅次

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①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有 ３０ 万人排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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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器官移植，但只有 １ 万余人能通过器官移植获得新生，等待者和器官

捐献者之间的比例约为 ３０ ∶ １。① 在捐献器官供求严重失衡的境况下，
如何公平公正地管理和分配这一稀缺医疗资源，就成为反映我国社会

发展公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器官捐献者家庭和器官移植受者两个特殊群体的研究是笔者研

究器官分配正义的思维起点。 在初涉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时，笔者对

器官捐献者家庭和器官移植受者的生活现状进行了人类学意义的田野

调查，发现他们成了罗尔斯 （ Ｊ􀆰 Ｂ􀆰 Ｒａｗｌｓ） 所说的 “最不利者” （ ｌｅａｓｔ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罗尔斯，２００９）。 笔者通过观察发现，器官捐献者家庭在

捐献之后常常面临更加令人心痛的境地，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舆

论压力，并因前期的医疗花费而极易陷入经济窘境；器官移植受者所接

受的移植手术也并未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反而使其陷入了生理排

异、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的多重排异困境（李怀瑞、葛道顺，２０１８），犹
如“过山车上的生活”。 这些困境似乎可以通过个体、社会层面的努力

而得到改善，但对这两个群体的田野调查所带来的文化震撼驱使笔者

进一步思考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更深层次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制度层

面的原因是什么？ 社会为何对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缺乏信任？ 在器官

捐献、器官分配、器官移植三个主要环节，公平公正的分配是至关重要

的一环，分配是否公正决定着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的根基是否稳

固，同时决定着以正义为首要德性的制度（罗尔斯，２００９）能否长远

运行。
笔者曾经进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进行了为期 ４ 个月的参

与观察。 该中心隶属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中仅承

担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和协调等前期工作，并不参与后期的分配与移

植。② 在进行参与观察期间，笔者从制度分析视角对中国器官捐献与

分配的各项政策和制度进行了全面了解。 这一经历帮助笔者接触到大

量的器官捐献者家庭和器官移植受者群体，为上述思考的产生提供了

基础。 之后，笔者选取 Ｊ 市 Ｓ 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为第二田野点，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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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徐晓美，《器官移植三巨头“会师”深圳 加大器官移植维护等合作》，中新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ｄ􀆰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０ ／ ２ ／ ３９７６６８􀆰 ｓｈｔｍｌ）。
根据新修订的《中国红十字会法》，目前红十字会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中所扮演

的角色有限，仅承担前期的器官捐献宣传、动员、见证工作，后续的获取、分配、移植等环

节则不参与。



了为期 ３ 个月的田野调查。 其间，笔者跟随 Ｓ 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的

协调员多次走访了 Ｊ 市的多家移植医院，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对 Ｊ 市

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开展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 与此前关注器官

捐献与移植的制度逻辑不同，对 Ｓ 医院的调查重点是器官捐献与移植

的实践逻辑。 通过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对比，笔者发现本应相互耦

合的二者存在相当程度的偏离和错位，成为制度背后的隐忧。 而在案

例中，发生制度—实践脱耦（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市

场化的逻辑和思维主导着器官捐献、分配和移植中的某些关键环节，
使得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回避和扭曲，造成制度失灵 （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的后果。

二、研究进路与研究框架

史学家黄仁宇说过，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发现和批评荒谬，而在

于发掘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周雪光，２０１７）。 本研究所要解释的

“荒谬”就在于，制度何以在实践环节发生了脱耦，错失了制度的首要

德性———正义。 为了解释理想与现实偏离背后的逻辑，本文分别从制

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两条路径出发，探求器官分配正义之现状，随后通过

比较去找寻原因，最后尝试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对器官分配正义的制度逻辑研究进路可以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

代表性人物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起点。 在罗尔斯那里，“正义”的概念

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

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

和负担的主要制度（罗尔斯，２００９）。 由于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其正

义属性，因此，分配制度的目标自然是实现分配正义。 与正义的概念类

似，分配正义是人类在分配物质财富、政治权利、义务、发展机会等社会

资源的活动中致力于实现的最高价值目标，它意指社会资源在社会成

员中的分配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公正性（向玉乔，２０１３）。 罗尔斯的分

配正义观首先源自他对传统社会契约论的改造，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概

念———“无知之幕”（ｔｈｅ ｖｅｉｌ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在“无知之幕”后，任何相

关方都应该对特殊化、个性化的信息（如技能、品味等）一无所知，而只

知道一般化的信息和原则，在这样的“原初状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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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制度尤其是分配制度的合理性进行道德评判，并设计制度背后

的价值和原则，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 正如罗尔斯（２００９）所说：“这一

点保证了任何人都不会在选择原则时由于天然机会的结果或社会环境

中的偶然事件而有利或不利”。 基于这种新契约论，罗尔斯提出了一

种“词典式序列”（ｌｅｘ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

由的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的结合。 其

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

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 虽然允许出现一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应该

建立在尽量实现平等分配的基础上，而且只允许出现那种能够给最少

受惠方带来最大利益的不平等分配。 这其中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
是应该保证每一个人在获得权利、社会资源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
因此，笔者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理解为“程序正义—机会平等—结

果正义”的有机链条，在保证程序正义和实现结果正义之间，需要以机

会平等为媒介，换句话说，只要保证参与的人享有同样平等的机会，就
可以认为分配的结果是正义的。 因此，分配正义是一种基于机会平等

的分配正义（周谨平，２０１１）。
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巨大

反响，人们开始反思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和不合理之处。 当然，罗尔斯

的正义理论也引起后来学者的不断批判和再建构，使得正义理论不断

发展。 而社群主义的代表、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Ｓａｎｄｅｌ）又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群主义的正

义观。 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社群主义”①之争不论对学术理论研

究，还是将其借鉴、运用于观察中国现实，都是必要的（徐友渔，２００３）。
在本文中，桑德尔的社群主义正义观是解释器官分配正义实践逻辑的

主要研究进路。
桑德尔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罗尔斯正义优先于善的思想进行了

深刻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正义内在于善的伦理价值思想。
他认为不能离开善去谈正义，对正义的考量离不开善。 他还对正义、金
钱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桑德尔（２０１２）指出，金融危机之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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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简化为自由主义，以便与社群主义相比较。 实际

上，不论是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还是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

属于自由主义。 因此有学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群主义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和取

代，而是自由主义内部不同倾向的争论。



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ｌｉｓｍ），
人们都相信市场是实现公共善（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的首要途径。 但是现在这

种观念不断遭到质疑。 毫无疑问的是，市场化的许多观念已经根深蒂

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已经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

的那些生活领域，换句话说，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已经向传统上由非

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入侵。 这与哈贝马斯（２００９）所谓的“生活

世界的殖民化”，即现代社会的市场机制侵蚀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或

公共领域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行为领域的观点不谋而合。 如今，市
场不但侵蚀着我们最为重视的公平原则，而且市场价值观正在把一些

值得人们关注的非市场价值观排挤出去。 最终，“市场经济”变成了

“市场社会” （桑德尔，２０１２）。 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

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而市场社会则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

市场社会里，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社会关系按照市

场规律加以改变。 桑德尔还提到，金钱律令（ｍｏｎｅｙ􀆳ｓ ｗｒｉｔ）在某些领域

不应当有效，市场伦理会改变公共物品的性质，在一些领域很可能滋生

腐败。 有些东西是不能拿来待价而沽的，也不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

分配，这是对某些价值的亵渎。 因此，在桑德尔看来，捐献器官作为一

种特殊的公共物品，是绝不能按照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分配的。 然而，通
过在 Ｓ 医院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虽然我们已经彻底否定了器官市场

化的分配模式，并将器官买卖入刑，但这并不表明市场化在器官捐献、
分配、移植等环节彻底离场，市场化的很多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渗入了

它们本不应属于的一些生活领域。 市场的逻辑归根到底是利益的逻

辑，一些人为了私利，利用制度的漏洞行违规或违法操作。 这些偏离分

配正义的现象是在市场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市场逻辑对道德的

排挤效应造成了器官分配程序非正义和机会不平等的产生，进而导致

结果的非正义。
按照以上研究进路，结合田野调查资料，笔者制定了一个研究框架

（见图 １）。
该研究框架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阴阳失

调”的逻辑关系，而其诱因则在于市场逻辑。 笔者的研究将分为以下几

个步骤进行：首先，在“无知之幕”后探寻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基本

价值和原则，重新审视和检验目前所施行的有关器官分配制度背后的

治理逻辑，并运用相关正义理论对制度逻辑的正义性进行讨论；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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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多重逻辑下的分配正义

以 Ｓ 医院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分析器官分配现实的实践逻辑，发现其中

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与制度逻辑相悖的事实；最后，基于实践中发现的

制度—实践脱耦现象，找寻其中的关键原因，来解释为何市场逻辑对道

德的排挤效应造成了器官分配机会不平等，并探讨程序非正义、机会不

平等如何导致了结果非正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制度—实践重新耦

合的建议。

三、制度逻辑：器官分配制度分析及其正义讨论

（一）“无知之幕”后的价值和原则

社会规则的制定与社会制度的确立，都应以社会普遍认同和追求

的价值与原则为准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和政策才有可能是公正

的、符合社会共同福祉的。 因此，探究器官分配正义制度逻辑的第一

步，应是对“无知之幕”后的一些价值和原则进行阐述。 在器官捐献与

移植实践中，最普遍的价值是人们对人道主义的认同与追求，最基本的

原则是公平正义的原则，这种价值和原则是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有序

发展的基石。
人道主义精神泛指一切强调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及权利的思

潮和理论。 人道主义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

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特别是关心最基本的人的生命、基本生存状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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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爱。 人道主义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密不可分。
红十字运动高举“人道、博爱、奉献”的旗帜，从战争救护开始，逐渐扩

展到应急救援、卫生救助、生存保护、红十字精神传播等广泛的人道服

务领域。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和自身的持续探索，现在红十字运动的

核心领域概括为“三救”和“三献”。 前者包括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
道救助，后者包括献血液、献造血干细胞、献人体器官组织。 因此，人体

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等工作是红十字会的核心业务之一，器官捐献工

作成为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器官捐献者

及家属在“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引领下，做出器官捐献的大爱选

择，奉献自己，救助他人，将人的生命放在首位，关心人的生命和幸福，
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崇高体现。

公平正义原则是器官分配制度背后的基本价值观。 公平正义意味

着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和适当的秩序来对待人，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

品质，也是社会的理想和目标。 在捐献器官的分配方面，公平正义原则

事关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它是全世界各国在制

定器官分配政策之前首先要考虑的基本原则。 只有在公平正义的基础

上，捐献器官才能有序分配，后续的器官移植也才有可能有序开展，否
则，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必然会面临种种障碍与挑战，政策也将难以为

继。 长期以来，在器官分配方面常常出现由医生或医院单独决定将受

捐器官移植给某位患者的情形，因此产生了很多涉及公平公正的问题。
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以确保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推动者和管理

者始终秉持公平正义的理念，保证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持续性。

（二）器官分配：基本原则与核心政策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捐献器官是稀缺的人类资源，是属于国家和社

会的公共物品，不归任何组织或个人所有。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 １９８７ 年

（ＷＨＡ ４０􀆰 １３ 号决议）就表达了对器官移植规范的关注，并于 １９９１ 年

（ＷＨＡ ４４􀆰 ２５ 号决议）①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细胞、组织及器官

移植的指导原则》 （王海波，２０１６）。 该指导原则中的若干条款有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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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ＨＡ ４０􀆰 １３ 号决议与 ＷＨＡ ４４􀆰 ２５ 号决议为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通过的会议决议，名称

分别为：ＷＨＡ ４０􀆰 １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ｓ； ＷＨＡ
４４􀆰 ２５，Ｈｕｍａｎ ｏｒｇ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参见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系统图书馆（ＷＨＯ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ｔｔｐ： ／ ／ ｄｉｇ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ｈｓｓ ／ ｅｎ ／ ｐ ／ ｂｌｏｃｋｓ ／ ）。



证了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对世界各地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中的规范、
政策以及立法带来了很大影响，成为各国各地区共同遵循的基本伦理

原则。
２００７ 年，中国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标

志着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条例》分别对器官捐献、器官移植等相关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虽
未明确涉及器官分配，但在总则中强调，要“确定人体器官移植预约者

名单，组织协调人体器官的使用”。 随着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

开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陆续制定

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规政策包括

２０１０ 年印发的《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

核心政策》和 ２０１３ 年试行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前
者于 ２０１８ 年修订为《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

策》，包括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等主要大器官的分配与共享核心

政策。①

按照目前我国的器官分配核心政策，国家在组建区域性和全国性

器官获取组织（Ｏｒｇａｎ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ＯＰＯ）的基础上，赋
予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ＣＯＴＲＳ）行使国家器官分配政策忠实执行者的角

色。 法律强制要求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的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

系统进行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之外擅自分

配器官。 器官匹配过程必须无人为干预，具体操作流程为：当 ＯＰＯ 启

动器官分配后，分配系统即按照国家器官分配政策计算生成匹配名

单，并按照匹配名单的排序依次（五位 ／ 轮）向等待者所在移植医院自

动推送器官预分配通知书（包括短信和系统通知）。 相关移植医院接

到通知后须在一小时内查看，并在查看后的一个小时内回复接受或

拒绝，不回复视为自动放弃。 若同时有多位等待者回复接受，则其中

排位最高者优先获得器官。 如第一轮分配无等待者接受，系统将立

即自动向下一轮的五位等待者所在的移植医院发送预分配通知书，
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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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的通

知》（国卫医发〔２０１８〕２４ 号），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 日。



可见，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是执行器官分配正义的关键环

节，它负责严格遵循国家分配政策，执行无人为干预的供受者匹配、器
官分配，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器官分配。 该系统遵循几个依优先顺

序进行排列的重要原则（见图 ２）。

图 ２　 器官分配原则

（三）器官分配制度的正义讨论

罗尔斯（２００９）在《正义论》中将程序正义分为三种类型，即完善的

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 笔者认为，纯粹的程

序正义与当前器官分配制度相契合，上文中所论述的器官分配制度设

计实际上就是一种可以保证取得正确结果的程序，不论捐献器官按此

程序最终分配到何人，人们都认为这一分配结果是公平公正的。 器官

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的建立、实施及其背后所遵循的五大分配原则，
便是基于“无知之幕”后的原则所建立起的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制

度。 严格按此分配，该系统就能够将捐献器官分配到我们认为最适合

的人手中。 正如罗尔斯（２００９）所说：“一种公平的程序只有在被实际

贯彻的时候才能把它的公平性传递给其结果。”
而在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间，机会平等成为不可或缺的媒介。

机会的平等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分配正义的现代意义，它能够包容资源

的有限性。 但这种机会平等在现实中又存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区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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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在严格执行器官分配制度的前提下，确实能够保证器官分配的

机会平等。 但是，在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器官移植者需要花

费巨额的费用，很多人尤其是相对贫穷的人无法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
加上器官分配制度目前在执行层面存在诸多漏洞，由此带来了更多实

质上的不平等。 笔者认为，相对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人们应该对一种

更深层次的、更具实质性的机会平等进行反思。 笔者通过对 Ｊ 市 Ｓ 医

院的田野调查，发现这种实质上的机会不平等正在被市场化的逻辑进

一步强化，不仅如此，在器官分配工作中，即便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有

时也难以保证，表明“程序正义—机会平等—结果正义”的分配正义链

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了断裂，这些现象和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和

思考。

四、实践逻辑：器官分配的微观场域与机制

通过对中国现行器官分配正义制度逻辑的梳理，从宏观的制度分

析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目前的器官分配制度即使

尚不完善，却也是朝着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迈进的。 如果严格地按照

该制度执行，可以形成一种保证机会平等的可持续机制，进而实现结果

正义。 为了验证制度逻辑是否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以及是否真正保证

了“程序正义—机会平等—结果正义”的层层耦合，笔者通过对 Ｊ 市 Ｓ
医院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器官分配正义的实践逻辑，以剖析器官分配的

微观过程和机制。 但是令笔者疑惑的是，器官分配的实践逻辑与制度

逻辑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吻合，二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 虽然 Ｊ 市

出现的这种偏离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在其中，市场逻辑似乎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器官分配正义中的程序正义、机会平等和结果正义

造成了危害，或者说正在解构着器官分配正义。

（一）“器官争夺战”
如果把捐献器官视为一种稀缺的医疗资源，如何尽可能多地获得

这一医疗资源就成为各个移植医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鉴于目前中国

的器官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如何“争夺”器官这一稀缺资源，成
为各家移植医院摆上台面的工作，竞争机制由此形成并衍生出诸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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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逻辑的竞争行为。
１． 医院里的“市场营销”
在 Ｊ 市 Ｓ 医院所属省份，省卫生厅在 ２０１３ 年曾经发布《关于公布

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名单及服务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该

省的 １３ 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进行了划片式规定：“各 ＯＰＯ 必须

在我厅划定的服务范围内实施捐献器官的获取，不得超范围开展工作。
ＯＰＯ 的服务范围为 ＯＰＯ 所在医疗机构及其服务区域内的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不包括服务区域内的其他移植医院），各 ＯＰＯ 服务范围不重

叠。”按照该规定，Ｓ 医院 ＯＰＯ 的服务范围为该省的另一个市、Ｊ 市的两

个区以及 Ｓ 医院下属的医疗机构。 笔者在 Ｓ 医院进行田野调查期间，
曾经随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同去服务范围内的其他医院进行

“走访”。 这种“走访”其实就是与其他医院进行关系维护，但是如何维

护是有一定技巧的，而这些技巧被工作人员称作“市场营销”。

平常我们下去走访就像联系业务一样，跟其他医院 ＩＣＵ 或者

其他科室的主任见一面，给主任带点“材料”，然后跟主任交流交

流。 这个东西说白了就靠一个感情，你和主任们多沟通、多交流，
主任们才能把器官捐献这块儿的工作当回事。 我们器官捐献这一

块儿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潜在捐献者的发现工作，没有发现，后边的

工作都是白扯。 那么发现工作就得靠各个医院的主任们，要把他

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要和主任们建立感情，常联系多沟通，说白

了就像做市场营销一样。 （协调员 Ｚ，访谈资料）

如果把器官捐献工作比作一种市场营销，那么在进行市场营销的

过程中也需要与真正的商业营销一样讲究策略，以提高营销的水平和

效率，争取到更多的捐献器官资源。 Ｓ 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协调员

在实践加讨论中总结出一套提高效率的营销策略———定点、定人。

２０１８ 年得加大力度地跑，但不能乱跑，必须要定点、定人。 如

果乱套，主任们就不想跟你合作了。 这个工作就相当于做医药代

理，和主任们要混脸熟，和主任要建立感情，让主任信任你，他觉得

和你合作不会出问题。 再说这里头很微妙，今天换一个人过来，明
天换一个人过来，这样没有人跟你合作。 你必须定人、定点，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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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医院有你的同学或者熟人，你就盯着哪家医院。 你寻思寻思，
如果你是主任，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等有了潜在捐献者你到

底该找谁去。 （协调员 Ｍ，访谈资料）

２． 医院间的“恶性竞争”
（１）竞价机制形成。 市场化思维正在侵蚀器官捐献的本意。 在笔

者走访的国内其他省份，器官捐献家庭的“人道主义救助金”一般是一

个固定的数字，大约在五六万元，这部分资金由红十字会发放给捐献者

家庭。 而在 Ｊ 市，目前的操作模式则是由医院对捐献者家庭进行救助，
救助的金额一般在 １５ 万 － ２０ 万元，有的医院甚至高达 ３０ 万元，更有

逐渐攀升的趋势。 虽然高昂的人道主义救助金是按照捐献者家庭的实

际情况并根据相对固定的规则测算出来的，但金额的多少有很大的灵

活性并呈现上升趋势，而这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竞价机制。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在人道主义救助金的发放上，医院和捐

献者家庭双方都出现了竞价和比价的心理与行为，Ｓ 医院器官捐献办

公室的工作人员说：

各个移植医院在发现同一潜在捐献者之后，都会联系到患者

所在医院的相关科室主任和家属。 这个医院说给几万，那个医院

说加几万你给我吧，主任和家属就会对比，最后选择出价高的那

个。 我们省又是个人口大省，其他省份的移植医院也都来争抢资

源，互相抬价，有的患者所在医院的主任甚至要价，所以价格逐渐

被抬高了。 （协调员 Ｌ，访谈资料）

各家移植医院之间的相互竞价导致人道主义救助金变得越来越

高。 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因为对器官捐献者家属所补贴的这一部分

资金实际上是分摊在器官移植受者的手术费中并最终由移植受者来承

担的，因此不断攀升的人道救助金最终造成的是移植受者的花费越来

越高。 移植的成本费用上升，器官移植和分配中所表现出来的实质上

的机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深，经济不富裕家庭会在是否选择器官移

植问题上更加举棋不定。
（２）跨区作业。 从公共资源池塘理论看待捐献器官，可以将其视

为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 为了防止哈丁（Ｈａｒｄｉｎ，１９６８）所谓的“公地悲

１８１

论 文 制度何以失灵？



剧”的发生，Ｓ 医院所在省卫计委曾专门出台《关于公布人体器官获取

组织名单及服务范围的通知》。 然而这一通知只是份指导性文件，其
中并没有列出惩罚和监管措施，制度的约束力不强。 因此，一些急功近

利的的医院不完全遵守这份文件精神，时常在规定的划片范围之外进

行器官协调和获取工作。 笔者第一天进入 Ｓ 医院进行田野调查时就遇

到了一件“抢人”事件。

我协调的一个划片范围的病人，之前一切都谈好了，家属就在

钱上纠结，一直问我（给）多少钱，我说根据家庭情况不等，１５ 万元

左右。 他一直想要一个确切的数目，这件事放了一个周末，周末他

还在考虑，结果周末（其他划片区的）ＸＸ 医院的协调员过来跟他

说能给到 ２５ 万元，比我们多给了 １０ 万元，病人当天下午就转院

了。 那病人是我前后谈了一周的一个潜在捐献者，就因为他们多

给了 １０ 万元就被那家医院抢走了。 （协调员 Ｚ，访谈资料）

面对类似的抢人事件，Ｓ 医院并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因为在哪家

医院捐献的决定权在家属手中，而且部门文件对省内医院并没有形成

约束力，也没有相关的规制措施。 正是由于目前关于器官捐献的各项

规章制度尚未规范化，容易导致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不可预期的结果。

（二）市场的排挤效应：市场社会的一个解释

市场经济一经产生，便成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 迄

今为止，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中国自改革开

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已历经 ４０ 年。 市场化给中国的经济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极具效率的一种方式。 然而，关于市场的角

色和范围，现代政治缺失一场重大辩论：我们是要一个市场经济，还是

要一个市场社会？ 市场在公共生活和个人伦理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

色？ 我们怎样决定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出售，什么东西应由非市场的价

值规范掌握？ 哪里是金钱法则行不通的地方？ 正义和效率孰先孰后？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今中国来说

越来越重要。
虽然市场化原则主导了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多个方面，但也仍然有

很多领域是市场化不应该触及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已经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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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种社会关系被市场关系重塑的过程，人们越来越多地用金钱和物

质激励的措施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但是，市场的排挤效应将会把道

德规范逐渐排挤掉，消解掉赋予物品价值的善（ｇｏｏｄ）。 因此必须重新

对市场的价值进行思考。
物质激励尤其是金钱的运用使得激励措施具有了渗透力，尤其是

会侵蚀、排挤和腐蚀人们对于原初事物的热爱。 当人们的器官捐献热

情遭遇市场和金钱时，其本质和结果都会发生改变。 这时，“影子价

格”（ｓｈａｄｏｗ ｐｒｉｃｅｓ）变成“真实价格”（桑德尔，２０１２），器官捐献—器官

分配—器官移植这一场域的透明度降低。 实际上，适当的物质激励可

以激发人们的捐献热情，但面对市场社会的腐蚀，物质激励已经展现出

强有力的道德排挤效应，道德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曾经有一例捐献案例，我和家属谈得非常好，当时我们打算给

他 １５ 万元，获取手术也做了，顺利捐献成功。 可是做完手术后第

三天，病人的一个做医药销售的哥哥找到我们，说不行，给钱给少

了，他打听了其他医院有的能给到 ３０ 万元，就开始找事，到现在事

情还没有解决。 病人的哥哥是做医药生意的，生意人的头脑，他用

市场的观念来考虑问题。 （协调员 Ｄ，访谈资料）

器官捐献高额的金钱激励最终造成的是器官移植受者的花费变得

越来越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有些移植受者心安理得地接受移

植，并不心存感恩。 笔者曾在对移植受者的访谈中听到这样的回答。

我没有想过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我认为那跟我们没关系，我
们花了好几十万元的钱做了手术，其他的跟我们没关系。 （器官

移植受者 Ｈ，访谈资料）

当然，持这种观念的移植受者属于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将器官视为

一种珍贵的“生命的礼物”。 但是，笔者意图说明的是，金钱的激励作

用正在对道德产生越来越大的“排挤效应”。 近年来，我国公民在去世

后器官捐献上的热情逐渐高涨，因此在物质激励方面应更加严谨和

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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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器官分配实践中的问题

目前在器官分配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全国所有具有移

植资质的医院都必须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器

官的分配，遵守《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与

《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 但因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医
院的违规成本较小。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自 ２０１１ 年

开始运行，强制所有的捐献器官都必须通过这一系统进行分配，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具有很大的人为可操作空间。 虽然在每个捐献案例中，Ｓ
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会通过电脑登录中国人体器官分配

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网站进行器官的分配，但对于分配网络存在的问题，
一线工作人员都有所了解。 比如，当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医院本身

就有众多排队等待移植的患者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就会存

在个别医院瞒报的可能。

他可以不往（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网络上

报。 虽然规定说必须要通过网络进行分配，但是目前的设计有漏

洞。 他就不（参加）分配就是了，就在自己医院里做了，因为他自

己医院很可能也有很多排队的病人。 比如说你是大夫，我这边刚

做完一例捐献，有供体，而你那边有病人，都是在医院排队的病人。
病人又不管器官是哪来的，医生就只会说是现在有供体，你抓紧时

间准备来做手术，病人在那个情况下也管不了那么多。 所以说，这
个分配网络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协调员 Ｚ，访谈资料）

若发生捐献的医院没有等待移植的患者，就会面临器官转运问题。
器官转运时常需要通过航空渠道进行快速转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规定，捐献器官通过民用航空进行转运，必须出具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

共享计算机系统所提供的转运程序表，否则航空公司将不予配合。 因

此，通过航空方式转运的器官，一定是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

算机系统进行分配后的器官。 但是，也会存在另一种情况：捐献者所在

的医院与移植医院距离较近，不需要通过航空转运，使用救护车转运即

可，这又使得器官分配面临监管难的问题，使得私下的器官交易成为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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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转运有的情况下不需要（利用）飞机，直接开车就可以来

拿。 如果一家医院只有肾脏移植的资质，没有肝脏移植的资质，那
么肝脏肯定要往外院分配，（距离近的）外院就可以直接开车过

来。 比如说我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县医院发现了一个捐献者，家属

也同意，当然病人也达到标准了，可以捐献了。 正常的工作流程本

应该是转到 Ａ 医院，按照程序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

机系统来进行分配，结果我直接就给 Ｂ 医院打电话了，说我这有

个病号（捐献者），你给我多少钱，我把病号转过去。 这样的话就

属于私下交易，属于器官买卖。 但是病号到了 Ｂ 医院，医院在中

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里该怎么走（程序）就怎么走，
他就说这是本医院自己发现的捐献者，因为分配原则以就近原则

为第一原则，所以一定会分配给 Ｂ 医院的等待者。 （协调员 Ｌ，访
谈资料）

虽然以上案例属于极个别的情况，私下交易者也已接受了法律的

制裁，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目前中国器官捐赠资源必须通过中国

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的规定在各个有资质的移植医院中己

被强制执行，但制度执行层面出现的漏洞仍然使得一些人有可乘之机，
有机会避开系统设定的初衷、按照符合私人利益的方式进行分配和移

植。 在这种情形下，器官分配正义中的程序正义和机会平等就会遭到

破坏，结果正义也就无从谈起。

五、制度—实践脱耦与重耦：一个解释框架

（一）制度—实践脱耦

制度—实践脱耦（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是新制度主义的研究

命题，一般用于研究组织制度和组织行动策略（陈扬，２０１６）。 在组织

研究中，脱耦（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是指组织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制度约束，而在

实际采纳新组织结构时，并不采取相应的实质性措施（陈扬等，２０１１）。
与此类似，本文通过对器官分配正义中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梳理、
比较和验证，发现本应相互耦合的二者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脱耦，即出现

了政策规定和实际做法的不对应，成为制度失灵的一个案例。 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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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深思的是：制度何以失灵？ 或者说制度失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制度失灵是由制度执行偏差、制度执行走样以及其他妨碍、违背甚

至损害制度目标实现的制度执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杨圣坤，２０１２）。
制度—实践脱耦所造成的制度失灵似乎并不稀奇，比如学者们对政策

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政策变

形、受阻甚至“共谋” 现象进行过的诸多研究 （丁煌，２００２；刘雪明，
２０００；周雪光，２００８），这些现象成为制度设计和执行中的非预期结果

（周雪光，２００８）。 社会学或社会政策视角的制度失灵研究一般将其原

因归结为基层政策执行者的“变通”，且常常赋予其合理性，比如应星

（２００１）、孙立平和郭于华（２０００）等学者在研究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互

动的过程中将“变通”视为一种非正式化的组织运作策略，指出可以通

过“变通”化解社会矛盾和风险。 但本文所使用的“制度—实践脱耦”显
然不是指具有合理性一面的“变通”，而倾向于探讨“政策执行偏差”这种

负面意义的“变通”。 如果政策执行是一个由政策本身、执行主体、政策

对象、运行机制、管理体制以及外在环境等多因素构成的动态系统，那么

对政策执行偏差原因的分析无疑也应与上述因素有关（何东平，２００６）。
结合对器官分配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阐述，笔者认为，可以对

该领域的制度—实践脱耦和制度失灵现象做进一步分析。
首先，从制度分析视角考量。 一项制度或政策成功的首要前提是

该制度设计必须科学合理、符合实际，且具备一定的监管机制和约束

力。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尽管在制度设计层面，现行的器官分配制

度可以归结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分配的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符

合“程序正义—机会平等—结果正义”的分配正义链，具备一定的制度

合理性，但在制度执行层面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即制度约束力，违法

成本很低，导致良好的制度设计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器官捐献、分配、
移植领域中的法律法规多属于指导性的定位，少有对违规行为的监管

和惩罚措施的规定。 如 Ｓ 医院所在省虽出台了《通知》，但该文件几乎

不具有约束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Ｊ 市各家移植医院之间的“器官

争夺战”：用类市场化的手段跨区作业、相互“抢人”。
其次，市场逻辑的介入激起了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趋利性，使得本应

符合“纯粹程序正义”的制度逻辑中的“程序正义—机会平等—结果正

义”发生了层层脱耦，本应纯洁的器官捐献、分配、移植领域因为市场

观念的影响而变得污名化。 移植医院之间的相互“竞价”将给予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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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补助抬升至一个较高的水平，使器官捐献受到市场化和商品化

的影响。 这一方面诱使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庭用市场的观念指导

捐献行为，干扰了捐献动机；另一方面也驱使一些具有移植资质的医院

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寻找政策漏洞，从而以利益为出发点破坏器官捐献、
分配、移植工作的正常秩序，使得这一场域的透明度降低。 同时，市场

逻辑对道德的排挤效应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经人们在器官捐献方面的

价值认同和捐献热情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在市场逻辑的侵入以及器官

分配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这很难唤起人们对器官分配政策“无知之

幕”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公平正义原则的价值认同，从而影响人们的捐

献行为，对于本就十分巨大的器官供需缺口而言，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根据以上分析以及田野调查中的反思，笔者采用制度合理性、制度

约束力、场域透明度和价值认同度四个分析变量来回答“制度何以失

灵”这一问题。
制度合理性是从分配正义的制度逻辑视角提出的分析变量，即一

项制度的设计必须具备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契合实际情况，在
设计和执行中具备达致正义的可能性。 在这里，正义既是一项制度的

首要价值，也是评价制度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维度。 制度约束力是制度

达致正义之目的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制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一般

体现为监管措施。 若要实现“程序正义—机会平等—结果正义”的分

配正义链，需要具有较高的制度约束力，使制度执行按照预定的方向进

行。 制度约束力越大，制度执行越不易偏离制度的初衷。 场域透明度

由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发展而来。 “场域”被布迪厄定义为在各种位

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场域透明度在本文中

指的是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及其之间关系的可

观测性。 与透明度高的场域相比，场域透明度低的制度执行更倾向于

表面上遵从制度，而背后却会有意识地采取制度—实践脱耦策略（陈
扬，２０１６）。 在透明度低的场域，市场逻辑更容易侵入，驱使利益相关

方以利益为考量采取越轨行为。 价值认同度则是人们对于制度“无知

之幕”后所蕴含的社会价值的认可和接纳程度，这些社会价值是规则

和制度订立的前提，是指导社会行为的基本道德法则，是社会所达成的

隐形契约。 人们对制度的价值认同度越高，表明对制度的遵从程度越

高，因此，相对于制度约束力的被动管理，价值认同度表达的是人们对

制度的主观遵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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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分析变量给一项制度的执行情况带来了如图 ３ 所示的影响。
正负代表了变量值的高低，同时代表了耦合和脱耦两种状态。 可以看

出，当变量值较低时，容易发生制度—实践脱耦，导致制度失灵。 且市

场逻辑更容易侵入，将道德排挤出去，从而解构器官分配正义。 因此，
这一分析模型可以称为制度失灵模型或将其比喻为“制度黑洞”。

图 ３　 制度—实践脱耦解释框架

在本文所研究的器官捐献与分配案例中，笔者认为目前的器官分

配制度具备一定的制度合理性，但在制度约束力方面比较弱，导致了实

践逻辑中的种种问题。 制度约束力主要体现在与器官捐献、分配、移植

相关的政策法规中，就目前刚刚起步的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来说，
显然这种制度约束力尚处于较低水平。 诸如 Ｓ 医院所在省份出台的

《关于公布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名单及服务范围的通知》，以及在全国范

围内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

和核心政策》《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等文件，皆缺乏监

管措施和约束效力，造成制度约束力较低，对具备移植资质医院之间愈

演愈烈的“器官争夺战”无计可施。 场域透明度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

植事业中也处于较低水平，各利益相关方（包括捐献家庭、捐献医院、
移植医院、医生、移植受者等）的行为及其之间关系等的可观测性不

强。① 而在市场逻辑的诱导下，该领域中出现了一些类市场行为，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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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在进入田野之初就曾遭遇拒绝，对方以该事业“比较敏感”为由拒绝笔者进入田野，
可见这一场域并不是完全开放的。 因此，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十分困难，资料非常宝贵。



涉及人员的一些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使得该项事业更加不透明。 场域

透明度不高，间接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背后的价值认同度。 一些实证研

究显示，“对器官捐献工作不信任”成为当前我国公民不愿去世后捐献

器官的第一位原因，“信任危机”是当前制约我国器官捐献发展的最主

要因素（柏宁等，２０１６）。 低信任度源于场域的低透明度，长期的不信

任将会影响人们参与人道事业和公益事业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源于人

们对人道主义精神、公益慈善精神和公平正义原则的价值认同。
总体上看，以上分析对器官捐献与分配领域的制度—实践脱耦和

制度失灵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当然，上述解释框架只是在田野反

思基础上的一个初步框架，除了四个分析变量外，还可能存在其他影响

因素。 而且这一解释框架是在分析器官分配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

基础上形成的，更适用于对各类分配制度的正义性研究，而对于其他类

型的制度则有可能在解释力上有所欠缺，这尚有待验证。 但无论如何，
该解释框架为后续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持

续研究提供了参考。

（二）制度—实践重耦

针对制度—实践脱耦，一些研究还发现，这种脱耦现象仍有逆转的

可能，也就是重新耦合（ｒ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曾脱耦的制度和实践最终可能会

重新耦合”（Ｈａ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０；Ｔｉｌｃｓｉｋ，２０１０）。 在对制度—实践脱耦的分析

完成之后，本文继续探讨制度—实践重新耦合的可能性。 器官作为一

种公共资源，在极度稀缺的情形下，如果说“市场逻辑”的入侵导致了

制度—实践脱耦，那么，本文提出，“价值逻辑”则能够激发器官捐献热

情，提高公共资源供给，促进价值认同，这是实现制度—实践重耦的关

键所在（见图 ４）。 不同的制度场域适用不同的价值逻辑，在器官捐献

与分配这一场域，基于爱心、同情、人道等美德的价值逻辑是解决脱耦、
实现重耦的根本之道。

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强调“无知之幕”背后的价值和原则是制度

实现其正义属性的基本前提。 社群主义则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利益，
认为个人权利不能离开社群而自发实现，只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使

个人利益得到充分实现（俞可平，２０１５），即正义内在于善。 上述研究

告诫我们，市场伦理会改变公共物品的性质，消解其中的“善”。 因此，
用市场逻辑或类市场化的方式指导器官捐献与分配工作是与器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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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器官分配正义中的四种逻辑关系

制度的内涵相违背的，同时也是对捐献器官中所蕴含的社会价值的亵

渎和消解。 事实上，市场逻辑已经造成了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某

种程度的脱耦，若要实现二者的重新耦合，必须重新认识和发掘器官捐

献事业中的某些重要的社会价值。 换言之，增强公众及各利益相关方

对于器官捐献事业的价值认同是实现制度—实践重耦的内在路径。 器

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是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精神

和无私的大爱，需要得到社会广泛的价值认同。 也只有在人们对器官

捐献与移植事业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刻认同的情况下，才能使这项事

业真正成为一项纯洁而神圣的事业。 这种价值认同体现在：器官捐献

数量和志愿登记者数量迅猛增长，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庭在做出捐献行

为时不求回报，社会对捐献家庭给予充分的尊敬和理解，移植医院和医

生们以救人为唯一目标从而拒绝利益诱惑……这些都与社群主义的观

点和理想不谋而合。 而在价值逻辑的引导和促进方面，红十字会作为

器官捐献宣传动员的主要推动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器官捐

献与移植事业的价值认同将会激发公众广泛的捐献热情，提高公共资

源的供给量，使得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重新耦合成为可能，并且使市

场逻辑对道德的排挤效应得到根本逆转。
总之，为实现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重新耦合，只有回到“无知

之幕”后，以基于爱心、同情、人道等美德的价值逻辑，对抗本不属于

捐献器官分配领域的市场逻辑，让器官捐献回归本质，即完善制度逻

辑、驱逐市场逻辑、激发价值逻辑，这才是推动捐献器官分配真正实

现分配正义的有效策略，才能回归社会政策的正义德性与社会制度

的良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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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迈向价值逻辑本位的社群主义

本文基于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以及 Ｊ 市 Ｓ 医院器官捐献

办公室的田野调查，考察了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实践中的分配正

义，探寻其中的内在逻辑和治理思路以及制度背后的隐忧。 为了回答

“制度何以失灵”这一问题，本文分别以罗尔斯正义理论和桑德尔的正

义观为视角，对器官分配正义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加以详细的考察，
通过比较和验证，发现本应相互耦合的二者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制度—
实践脱耦，导致制度错失了其首要德性———正义，成为制度失灵的一个

典型案例。 为了解释脱耦的机制，本文用制度合理性、制度约束力、场
域透明度和价值认同度四个分析变量来进行分析，发现在变量值较低

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制度—实践脱耦，且市场逻辑更容易侵入，将道德

排挤出去，驱使利益相关方以利益为考量采取某些越轨行为，解构器官

分配正义。 为实现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重新耦合，本文提出应以基

于爱心、同情、人道等美德的价值逻辑，对抗本不属于器官分配领域的

市场逻辑，只有通过完善制度逻辑、驱逐市场逻辑、激发价值逻辑，才能

让器官捐献回归本质，推动器官分配真正实现分配正义。
在理论层面，本文开篇以罗尔斯和桑德尔之争引出器官分配的制

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不同解释进路，认为器官分配的制度逻辑遵循自

由主义的正义观，符合纯粹的程序正义和“程序正义—机会平等—结

果正义”的分配正义链，是一种罗尔斯式的分配正义体系设计，但这种

体系设计在实践逻辑之下却未获得成功。 如果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理

解，可以解读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一次胜利。 在政治哲学中，社群

主义是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挑战者。 从方法论上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

是自我和个人，一切社会制度都被化约为个人行为（俞可平，２０１５）；社
群主义的出发点则是被其视作最基本概念的“社群”或者“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龚群，２０１４），它把社会制度最原始的动因归结为社群。
从价值观上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是公共利益实现的

前提，即权利优先于善（姚大志，２０１４）；社群主义则强调普遍的善和公

共利益，认为个人权利不能离开社群而自发实现，也不会导致公共利益

的实现，只有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充分地实现（俞可

平，２０１５），即正义内在于善。 自由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罗尔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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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克、德沃金等，总体上都倾向于基于平等、权利的分配正义观（龚群，
２０１４）；但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论是指出当代道德文化无序特征的

麦金太尔，还是提出正义内在于善的桑德尔，抑或是建构出多元复合平

等观的沃尔泽（周谨平，２０１１），他们的分配正义观都强调共同体与共

同善，强调共同的秩序、美德与价值。
通过本文的案例不难看出，中国目前实行的罗尔斯式的器官分配

正义体系实际上也是参考西方国家基于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而来的，
它并未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反而在实践逻辑层面导致了诸多问

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逻辑超越了价值逻辑，因此，从市场逻辑回归

到价值逻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社会已

达成反对器官贩卖的共识，在进行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时，也普遍将

“生命的礼物”作为广泛使用的口号，提倡器官捐献背后的巨大价值，
这些做法实际回应了要从市场逻辑回归价值逻辑的论点。 因此，我们

需要的是一种价值逻辑本位的社群主义分配正义观，并以此对自由主

义分配正义加以反思，可知基于社群主义视角对器官分配正义进行重

新审视是很有必要的。 社群主义的分配正义与当今中国某些领域的发

展现状更加契合，关于分配正义的种种制度设计最终也需要以价值逻

辑为基础，落脚到社群或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的实现。 当然，具体措施有

待后续研究讨论。 但无论怎样，在器官捐献和分配各个环节坚持价值

逻辑本位，杜绝市场逻辑介入，这是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健康发展最现

实的出路。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文让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突破

了政治哲学的抽象讨论，实现了分配正义理论上的对话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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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制度何以失灵？


